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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构建的生态翻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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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２００）

　　摘　要：翻译的文化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构；二是外建。纵观中国翻译史，翻
译的文化构建功能还只是“单向通道”，只有内构，却忽略了外建。当前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化较
量，需要以生态翻译为手段，提倡“译有所为”的翻译策略，积极推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而
生态翻译视域下的文化建构，主张在他文化中建立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的建立，需要在他文
化中取得话语权力，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翻译文学经典化；二是“抵抗式”的异化翻
译策略。生态视域下文化的建构，不仅重视“东学西传”，更提倡“东学西转”，以期补过拾遗，更
好地发挥翻译的文化建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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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翻译的文化建构功能

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劳伦斯·韦努蒂（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　Ｖｅｎｕｔｉ）１９９６年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政治
化行为”（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参与了民族文化身份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认同过程［１］。他的这一观点
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起的翻译的“文化转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前后呼应，应该说是很有实际意义
的。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Ｓｕｓａｎ　Ｂａｓｓｎｅｔｔ）
和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ＡｎｄｒéＬｅｆｅｖｅｒｅ）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认为
翻译工作者在促进不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纽带作

用。进入２１世纪，两位学者又提出了文化研究中
的“翻译转向”（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ｕｒｎ）［２］，率先以翻译
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

下，提出“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将翻译看作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
中国文化史上，翻译的文化构建功能随处可

见。比如，清朝末年的政论翻译、五四时期马克思
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这些翻译，不仅改变了人

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人生观的建构），也促使了
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建设。
以中国的佛教翻译为例，１　０００多年的译经

活动，不仅让佛经这个“异族”文化在中国大地上
生根发芽，更是让佛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取得
了与道学、儒学平起平坐的地位，造就了传统释、
道、儒三足鼎立的文化（思想）格局。而从鸦片战
争后伊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科技翻译
肇始，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
等政经理论引进中国，其翻译活动不但让中国的
自然科学知识得到飞速发展，更让中国的政治格
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翻译的文化建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或者说，建构功能应该体现在两个通道上：一是内
构，即引进他文化，在我文化中形成他文化的形
象，或用来改造我文化。中国几千年的翻译活动，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功能进行。二是外建，即
对外宣传我文化，在他文化系统中构建我文化身
份，使他文化接受我文化。纵观中国翻译史，翻译
的文化构建功能还只是“单向通道”（ｏｎｅ－ｗａｙ　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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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ｓｓ），隋唐盛世的强势文化期间没有意识到文化
的外建，无心外建；明清时期国力衰败时，英美“文
化中心主义”让中国文化处于边缘地位，无力外
建。当今，英美文化的强势地位让“翻译逆差”现
象越来越明显，也让翻译的生态呈现“西风压倒东
风”的态势。翻译的内构功能得以强化，让中国接
轨世界好处多多，但外建功能的弱势，一方面影响
中国外宣的效果，另一方面势必造成文化软实力
的溃败，从而会再次导致中华文化的边缘化。

“全球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应
该是一个文化概念，或者进一步来说，应该被赋予
一种政治概念。因为“全球化”不仅是“硬实力”，
更应是“软实力”的全球影响力。而文化，就是“软
实力”的集中体现。全球化的文化生态中，如何让
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文化而又维持自己的独特性，
进而影响世界文化是一个文化任务，也是一个政
治任务。翻译，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理应担当起
翻译的内构与外建的责任，译者要为维护和发扬
中华文化有所作为。

　　二、“译有所为”的翻译观

把“生态翻译”理论引入文化构建领域，有助
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有助于宣传中国文化
资源，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

２００４年中国学者胡庚申提出了“翻译适应选
择论”（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并在２００８年发展成为“生态翻译理论”
（ｅｃｏ－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在“生态翻译理论”的主题
概念之下，该理论将“译者为中心”（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ｎｅｓｓ）的理念明确地体现在翻译的定义之
中———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
动”［３］２１。该理论运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提
出并论证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主

导作用，并倡导“译有所为”（Ｄｏ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ｂｉｄ），即：一是翻译出来的东西可
以做事情（侧重客观效果），二是运用翻译可以做
事情（侧重主观能动）［３］。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
翻译理论”也是一种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强
调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作为译者应该承担
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译者应该以弘扬本土文化
为己任，积极参与他文化的建构。
生态翻译理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翻译理

论，或者说，生态翻译也是一种“文化翻译（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从内涵上来，“文化翻译”具有

二重涵义。胡德香在《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
评》一文中提出：“文化翻译”，应该有两种含义：一
是翻译中的文化；二是翻译作为文化，或称翻译文
化。前者是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指的是翻译当中
所涉及到的文化因素的处理；而后者是对翻译结
果或产品作为文化层面的分析［４］。对于后者，“文
化翻译”所强调的“操纵”论（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文
化构建”论如果从积极的解读理解，就是要求译者
有极强的意识，引导“翻译中的文化”实现文化在
他文化中的建构，也就是说，需要把翻译“作为一
种文化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生态翻译的“译有
所为”思想与“翻译作为文化”其实就是一脉相承。

　　三、生态翻译视域下的文化建构

生态翻译理论倡导“译有所为”，提出既要利
用翻译出来的东西做事情，又要运用翻译做事情。
在文化建构方面，就是要利用翻译在他文化中的
“视域”里影响他文化，并参与目标语的文化建构。
译者要“译有所为”，发挥主观能动性干预并操作
文本。中华文化的建构，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加
强翻译的能动功能，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他
文化中构建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同时，充分利
用外国译者翻译的中国经典文稿，选择合适的文
本加工后对外推出，取得在他文化中的话语权。

　　（一）话语权力下的社会记忆建构

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
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络
……。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
关的”［５］。文化建构，或者说是文化“软实力”的较
量，无疑就是建立起一种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
不同集团演绎权利的重要方式，如强者可以通过
塑造记忆来控制弱者；记忆也可以成为民众的弱
者武器”［６］。保罗·康纳顿就认为，刻写实践，即
文字更准确地说是文本对社会记忆的影响，记忆
需要用话语和语言来保存于延续［７］。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民族文化的信息。

作为人类“世界图景”的主要构成和表现形式，实
施着“获取”、“言说”、“构建”和“创新”等文化功
能。而翻译则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因为“翻译是
以语言活动为核心，……而且，语言是社会现实的
引导，人类以语言作为社会活动交流的媒体［８］。”
翻译的任务之一就是需要通过语言这个载体获取

在他文化中的话语权，从而建立一种社会记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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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的形成有赖于话语权的掌握。因此，话
语的权利架构对于社会记忆的建构至关重要，而
翻译文学的经典化以及抵抗式的翻译策略有助于

话语权力的架构。

１．翻译文学经典化
按照查明建教授的说法，翻译文学“经典

（ｃａｎｎｏｎ）”应有三种含义：“一是翻译文学史上杰
出的译作，如朱生豪译的莎剧、傅雷译的《约翰·
克里斯多夫》、杨必译的《名利场》等；二是指翻译
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三是指在译入语特定文化
语境下被‘经典化’（ｃａｎｎｏｎｉｚｅｄ）了的外国文学作
品”［９］８７。如“五四”期间大量翻译的马克思主义
作品，再如中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翻译的大
量亚非拉众多小国的作品。这种“经典化”的作
品，有的在经过时间的检验后还能在译入语中出
现，但也有众多“经典”不复存在。
中国文学生态里，如前文所述，文化的建构功

能在内构方面体现明显，翻译文学经典也多出自
翻译的外国文学，无论是佛经翻译造就的释、道、
儒三足鼎立局面，还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明
清政论、小说翻译，亦或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日
本小说在中国的译介，让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以及
汉语的诗学结构（词汇、修辞、文体等）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但文化建构的外建功能却收效甚微，
翻译文学经典化既应该是外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的

经典化，也应该是中国文学在国外传播的经典化
过程，但这二者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
对外翻译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典型应该是《道

德经》，国外有很多版本的翻译在介绍这本春秋时
期老子的著作，据说在世界上的发行量仅次于《圣
经》，许多名人如伏尔泰、狄德罗、托尔斯泰、布莱
希特等受到《道德经》的影响。《孙子兵法》的译介
也算是另一个经典。但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其他
在国外的“经典”翻译文学。
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就是它的古典文学。但

这些辉煌巨著由于翻译的原因，没有很好地在他
文化中起到文化的建构作用。中国文化中的“中
庸尚和”的生活哲学并没有得到他文化的承认，甚
至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复兴大计也不断被他人质
疑。翻译文学经典通过其权威地位的影响力，可
以有效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翻译文学经典化既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文学

本身的价值决定），也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由意识
形态、诗学、赞助人操纵，其中意识形态的操纵更

为明显），因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也是一种文化操纵（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根据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观点，“所有
的翻译都意味着出于某种目的而对原文某种程度

上的操纵［１０］。”查明建教授对于翻译经典的第三
种定义（在译入语特定文化语境下被“经典化”）就
应该是基于此种观点。
据此，翻译文学的经典化可通过两种途径：一

是提高本国文学的诗学价值。莫言的作品能获得
诺贝尔奖，并获得世界欣赏，其本身的诗学价值彰
显无疑。二是有目的的“操纵”翻译，让翻译文学
成为该国文学的中心位置。因为，只有处于中心
的翻译文学，才有可能经典化，才能成为埃文·佐
哈尔所说的“动态经典”（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ｎｎｏｓ）。中国
近十几年在全球开设孔子学院，其目的也应如此。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分析……翻译文学的
经典化对于译语国的精神文化、意识形态以及诗
学理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１１］所有翻译文学都
是拥有他文化的魂，再冠以本土文化的形后参与
到本土文化的补充、开拓、完善与发展。因此，译
者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翻译的建构功能去
影响译入语文化，从而取得自己的话语权。
翻译文学“经典”的意识形态与诗学功能相互

为用，合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生态的翻译原则
要求译者有意识、有限度地扩展意识形态的影响，
继而参与他文化的诗学重构。

２．抵抗式翻译，一种道德态度
韦努蒂（Ｖｅｎｕｔｉ）在《译者的隐形》说道：“‘抵

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是异化的道德态度（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在异文化中找出异质因素，表现文化多样
性，突显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并颠覆译入语语言中
的价值（ｖａｌｕｅｓ）次序。”［１２］

文化的构建不是想建就能建的，它需要一个
平台，或者说需要一个语言的环境。这个环境一
方面靠译入语国家里的译者去营造，但更主要的
是需要本土文化的译者去完成。特别是在现在这
个英语的“帝国主义”环境下，汉语语言的生态环
境还处于一种弱势的边缘地位，靠他文化的译者
来实现环境的改变有点儿勉为其难。因此，本土
文化的译者就应该站出来，积极推荐本土文化的
译介。
那么，在译介本土文化时，译者该采取什么样

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才能有效地在他文化中构
建话语权，或者如韦努蒂所说的“价值次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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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式的翻译方法，或者说，异化翻译策略应成
为译者利用的手段之一。
异化或者归化的翻译策略，为大家所熟知，这

归功于韦努蒂的《译者的隐形》一书在中国的影
响。但什么是异化？什么是归化？二者是不可调
和的二元对立吗？韦努蒂认为“归化”（ｄｏｍｅｓｔｉ－
ｃａｔｉｏｎ）与“异化”（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并不是两个二元
对立的术语。他认为，“归化”和“异化”的术语，主
要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是指
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

影响；而“通顺”和“抵抗”这类术语，则主要指的与
读者认知过程相关的翻译策略的话语特征［１３］。

“道德影响”一词可能就是韦努蒂说认为的
“颠覆”译入语语言的“价值次序”的方法吧！作为
译者，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采取积极
的态度，做一个“文化性的译者”投入到“积极翻
译”中去。《红楼梦》一书，前有霍克斯的Ｔｈｅ　Ｓｔｏ－
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后有杨宪益的 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ｄ
Ｍａｎｓｉｏｎ。霍克斯让西方读者了解这本书，以读
此书娱乐，而杨译书则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文
化。红色（ｒｅｄ）也让西方社会慢慢接受中国的热
情与喜庆。
话语权力的构建，对于推动社会记忆的形成

大有用处。因此，推进我文化在他文化中的影响
力，通过经典的文化在他文化中的翻译文学经典
化，通过异化的翻译手段，采用抵抗式的翻译策
略，潜移默化式地在他文化中建立集体社会记忆。

　　 （二）东学西传与东学西转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邓小平先生提出了中国
的外交策略：“韬光养晦”。对于这一个中国人都
耳熟能详的词语，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在
对外宣传时，大多数媒体使用的翻译是 “ｈｉｄｅ
ｏｎｅ’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ｄｅ　ｏｎｅ’ｓ　ｔｉｍｅ”。从字面上
讲，这样的翻译完全正确，但这样的翻译是否能在
外国人的心中形成“中国人低调，不会称霸世界”
的印象？估计很难。因为这个翻译如果再回译为
汉语，就是“隐藏实力，等待时机”。那么，这样的
翻译还会达到我国宣传的目的吗？这种翻译不仅

没有在英语国家建构起中国人中庸尚和的文化，
反而让他们觉得我们居心叵测。
闭门造车不如集思广益，对于这样引起西方

误解的翻译，如果我们有心，在过去西方学者翻译
的中华经典中，是可以找到既能正确传达我们文

化含义，又能避免别人误解的译文。比如这个“韬
光养晦”，在理雅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为《道德经》第
七章所做的一条注释里，可以轻易找到其对应的
翻译。

《道德经》第七章是讲“天长地久”的原因和
“圣人法天”的品质：“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理雅各直截
了当地提出：《道德经》第七章的意思就是“韬光”
（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什么是“韬光”？理雅各认
为：这是“教导人们不刻意琢磨、不刻意追求，从而
才能成全自己的追求”（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ｔ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ｎｅ’ｓ　ｂｅｓｔ　ｇｏｏｄ　ｉ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ｎｏｔ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ｔ，

ｏｒ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ｔ）［１４］。
理雅各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从１８４１年开始

着手翻译中国经典，自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７２年相继翻
译出版了《中国经书（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五卷
共八本，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
经》、《诗经》、《春秋左传》。１８７９—１８９１年又相继
出版了《中国经典（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六卷，包括《书经》、《诗经（与宗教有关的部分）》、
《孝经》、《易经》、《礼记》、《道德经》、《庄子》等，曾
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理雅各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在西方读者甚

多，他的翻译以及他对东方经典的注释成为许多
人了解中国的第一途径。甚至许多人把他推崇为
东学西传的圣人，因此，在中国文化的西传上，他
的作用或许比许多译者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近年来，中国文化，包括中华文化在推行“走

出去”战略时，引发了一些古代经典外译的新一轮
热潮。然而，重译中国古代经典的同时，也要认真
整理已有的历代译本，特别是那些研究性译本的
相关注疏。由此才能直接切入西方学术对中国文
化的理解和接手，使经典翻译不仅仅是提供新的
译本，而是形成真正的思想对话。
因此，在我们在醉心于东学西传的翻译热潮

中，是否可以扎扎实实的组织经典英译本，特别是
那些西方汉学大家所做的中国经典文献翻译的汇

释和汇校？东学西传是一条路，但东学西转也可
以辟为另一条途径。

　　四、结语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化构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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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翻译不仅仅是“拿来
主义”，引进国际上的文化成果，更重要的是“走出
去”，把中国乃至中国文化介绍给国际社会。因
此，翻译的文化建构功能的实质是翻译的“译有所
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促进
人类文明发展。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译者（或者是翻译）义不
容辞，责无旁贷。一方面，译者要有意识、有目的、
有选择性地翻译中华文化资料，对外宣传，在海外
华人乃至世界范围内构建中华文化形象与平台；
另一方面，译者要采用生态的翻译策略，确保中华
文化为世界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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